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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的最低制度性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中，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正向推进关系是不可忽视的

方法论前提。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特别是对“法治化”

的最低制度性要求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体现了“制度性手段”在实现“法治化目标”中的重要作

用，这是指导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 
  就“法治化的最低制度性要求”而言，法理上可以考察的角度很多，就当下我国法治建设的

现状来说，主要有三个不可忽视的有意义的考察标准:一是形式标准;二是重点指标;三是有效覆盖。 
  “形式合宪”是“制度法治化”水平的最低底线 
  “形式合宪”最早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由奥地利宪法法院确立的，其理论渊源于凯尔森的根

本规范学说。“形式合宪”要求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依据作为最高法的宪法产生、存在、变

革和发展，所有的法律、法规必须统一到“宪法”上，不仅法律、法规的制定要有明确的宪法依

据，制定法律、法规的立法机关要得到宪法上的明确授权，而且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内

容也必须与宪法相一致，任何违背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的立法行为都不具有法律效力等等。 
  “形式合宪”作为“法治化的最低制度性要求”，其本质是要求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

法律、法规等法律形式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活动等必须要“于法有据”、“于宪有据”，

“法治”的内部结构要符合形式逻辑上的“不矛盾律”，宪法要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

公民个人行为合法性的逻辑大前提。 
  以“形式合宪”的要求来看待“法治化”价值对我国当下的制度性要求，至少在制度上要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宪法本身要具有科学性、规范性，要能够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法律规则;二
是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必须要有宪法上的依据;三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必须符合宪

法上规定的立法程序;四是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所有的法律规范必须符合宪法;五是一切国家

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前提必须是援引宪法上的规定或者是适用宪法原则;六是实施宪法发生的法

律争议应当通过宪法争议处理程序来加以解决;七是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规定和行为必须得到坚

决的纠正;八是政策必须要通过修宪或释宪的方式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等等。 
  “形式合宪”的实质性法治要求是坚持一个国家的“法制统一性”。“法制不统一”、“政出多

门”，只能导致“法令弥彰、盗贼多有”。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要立足于有效地保证

“法制统一”、保证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形式合宪”。 
  法治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是“法治化”的重点要求 
  “法治化”是人类社会组织文明发展的成果，从各种非法治形态的统治形式最终走向“法治”

治理模式，是人类社会经过千百万年的社会实践逐渐摸索出来的真理。因此，走向法治是任何一

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所回避不了的历史必然。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要在“法治”的环

境下走向“大同”。但是，也要看到，人类探索法治的实践之路是漫长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人们对法治的认识水平也有所差异，法治建设的侧重点也有别，因此，适应时代的要求，努力实

践适合于一个特定时代的法治形式和法治实践活动的“重点”，是“法治化”对“制度”提出的

最低要求。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由于非常精确地抓住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治建设的根本特征，所以，成为指导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党的十八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践社会主义法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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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经验，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十六

字方针”。这是针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最新要

求，具有“法治化”对“制度”提出的“最低性要求”的价值特征。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认真地实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是我国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与“重

中之重”。只有认真地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能保证自身的

“统一性”，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也才能 
  有条不紊和有序地展开，并健康活泼地向前发展。 
  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是“法治化”的最起码的社会功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 2020 年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对

小康社会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其中一项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从胡锦涛同志的上

述论断可以看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是“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法治化”的社

会功能来看，“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显然系“法治化”对“制度”提出的“最低性要求”，是“法

治化”对社会生活领域发生规范指引功能的“有效覆盖”。 
  与“形式合宪”、“重点建设”的要求不同的是，“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是对“法治化”所

具有的社会功能内涵的阐述。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是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治理

手段，法治建设的实践证明，虽然法律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法治原则

作为一项科学的社会治理手段是具有适用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普适性”的。在一个法治化的

社会中，不受法律约束的领域应当是法律自身功能受限的地方，例如，人们的思想、纯粹的个人

信仰或道德领域，只要是存在公共利益的场所，就必须要通过法律加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受

到法律的制约。如果存在不被法律所调整的管理“死角”，就无法在制度上有效防范各种“特权”

现象的产生，所以，“部分法治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化”，只有“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伟大事业才能获得可靠的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所以，通过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路径，通过不断地加强各项法律制度建

设，将法治阳光照射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法治化”对制度建设提出的“最低

性要求”。当下，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制度等途径不断地扩大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领域是我国

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法治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面向社会现实，也要抓好“顶层设计”，

对于“法治化”应当建立起全局观、大局观，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从而通

过设定各种有效的“最低制度性要求”，来不断地实现“法治化”的发展目标。 


